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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动者之间合作制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构成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理
论议题。该学派分析了社会行动者共享的社会文化和组织成员利益多元化两个方向突围代表理性化“铁笼”

困境的组织科层化问题。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在承接、发展了老制度主义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分析，描
画了多个组织构成的组织场域中的社会文化因素，行动者不再处于显著的理论位置。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以行
动者利益的分析思路搭建其组织分析框架，但将老制度主义的分析传统中的基于社会情境的中利益关系转

化为了市场交易情境的利益关系。将制度视为社会符号系统是社会学的组织重新将社会行动者置于研究的
核心地位的可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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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研究是组织研究领域中

一个富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取向。许多学者的相关
研究都被归入这一研究脉络之中，被称为“组织
研究的制度主义学派”。这一学派通过研究组织
制度来解释包括科层制、组织边界、规模及组织变
迁、趋同等在内的一系列组织现象。制度主义学
派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其研究对象
也从企业、政府到非盈利性机构等各有不同。这
些研究对我们如何认识组织、制度及社会都富有
启发意义。但也正是因为其“跨学科的研究方
法”、“类别众多的研究主题”和“各有特色的结
论”这些复杂的特点，使得当我们试图将这些研
究放置在一个流派———“制度主义”的脉络之中
时面临着一种整体把握的困难。
正是这种困难的存在使得我们对制度主义理

论的梳理成为必要。目前在国内外，已有部分学
者撰文对这一流派进行总结和反思。在这些讨论
中，大家普遍采用一种对这一流派学科式的大区

分框架: 经济学的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主义和

社会学的制度主义，或对某些学科内部的制度研

究进行“新”、“老”制度主义的区分。这些分类方
式为我们理解该学派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框架，对

经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目前的梳
理工作，或是仅对某一学科内部该学派的研究议

题变化进行评述［1］，或是倾向于关注不同的学科

(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 的制度主义研究之间
的区别［2］。但从“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的不
同进行的研究，仍不足以让我们对该学派的研究

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当然，所谓“整体把握”或“理顺研究脉络”并

非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也非本文所能企及。
本文所要做的是，希望提供一种串联制度主义研

究部分流派的视角，并探讨这个视角可能带来的

理论资源，以期为达到更为整体、系统的认识提供
一种可能的视角。笔者以组织研究的制度主义学
派出现伊始就试图解决的任务为出发点，提供一

种从社会学研究传统中理解各分支学派的可能。
具体来说就是以制度主义社会学早期发展中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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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行动者视角，分别来看新制度主义社会学

和经济学如何讨论制度问题。

一、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
走出“铁笼”

在组织研究层面，马克思·韦伯有关现代社
会“理性化”的诊断突出表现为他有关“科层制”
的讨论。他提出，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
展，社会的科层化带来了对效率、效益的普遍关
注。它使得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越来越倾向于将组
织中的个体以一种功能化、机械的方式组织起来。
从而使得个体的价值诉求逐渐淡出其社会行动之

中。［3］在这种社会组织制度中，个人的个性、信仰
等价值关联的因素被排除在组织生活之外，每个

个体都被平整化了，成为追求效率的组织机器上

的零件。如果说理性化已经抛开了与其价值关联
的源头，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自我驱动的动力———
一个“囚禁个体人性的铁笼”［4］，科层制正是这种
理性“铁笼”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的表现。
韦伯有关组织科层制研究中所展示的现代社

会中“理性大获全胜”组织图景，构成了后人研究
组织时不得不面临的理论命题。正如 P·迪马吉
奥和 W·鲍威尔所说: “韦伯的铁笼比喻一直困
扰( haunted) 社会学家。”［4］富有悲观色彩的“铁
笼”形象构成了早期制度主义研究者讨论组织问
题时不得不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如何走出“铁
笼”构成了他们社会学研究背后的主要动力。［5］

正是在这种理论诉求的驱动下，以默顿学派

的塞尔兹尼克、古尔德纳等人为代表的老制度主
义社会学学派的学者展开了他们的经验和理论研

究。他们从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汲取资源，寻求构
建一种不同于韦伯笔下科层制的组织形象。他们
的努力正是从组织中行动者多面的形象开始的。
从处理组织中行动者的方式来看，他们沿着两个

方向展开，即组织科层制制度目标的实现因为组

织中利益的多元而遭遇挫折和科层制制度面临组

织内外社会文化力量的挑战。
塞尔兹尼克有关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基

层结构的研究正是属于第一个方向的研究。该研
究已经由很多有关制度主义学派的讨论作为老制

度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典范。［1］田纳西河流域的水
利工程作为一个国会立法通过的项目，旨在水利

上控制水患的同时又为当地农业和农民提供生产

和生活上的便利。该项目有明确的组织机构、组
织目标及科层化理性的实施运作的设计。但是在
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组织中出现了各方利益的

分化，导致项目未能达到水利工程的良好效果，也

未能对当地农民带来良好的扶贫效应。［6］

在对塞尔兹尼克这个研究的评述方面，以往

的评论集中在他展现的组织与其外部环境( TVA
与其相关的各种国家机构、地方组织) 之间的关
联，以说明导致组织目标失败的原因。从行动者
角度来看，塞尔兹尼克向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组织

内部因利益群体分化的视角。从而，制度中的行
动者不再是韦伯理论中呈现的那种个体化的、服
从于科层制制度理性的行动者形象。个体从一个
作为科层化制度下理性技术组织中走了出来，聚

合为一种部门群体( 农业部、农村组织及田纳西
当地政府机构) 的利益的行动者。或许我们可以
说，通过行动者利益，塞尔兹尼克让组织走出了科

层制的技术、效率的控制; 通过行动者利益引入来
自组织环境中的制度化力量。
布劳和古尔德纳的研究则沿着第二个方向来

讨论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布劳在《科层制的动力》
(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一书中通过对比州
立就业机构( state employment agency) 和联邦法律
执行机构(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两个行政
机构的科层制实际运作情况的研究，揭示了科层制

得以施行与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竞争、团结等) 因
素有紧密联系。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竞争、
互动模式及价值观念都可能对科层制组织的效率

带来正功能或负功能。［5］布劳的研究认为，科层制
的动力来源并不是这个制度自身理所当然具有的。
科层制的实施能否达到其效率、控制的目标取决于
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韦伯有关科层制的研究是基于行政机构建立

的理想类型概念。塞尔兹尼克和布劳的有关公共
部门机构的研究正是试图从行政机构内部的社会

现实出发，展现与此种理想类型之间的龃龉之处。
而古尔德纳的《工业科层制的模式》(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一书的研究将制度主义研
究的对象转向了企业组织。通过介绍一家石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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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推行科层制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古尔德纳展现

了科层制的效率、规范准则受到的来自组织环境
( 社区共同体) 文化和工作中形成的劳动关系双
方面的抵制。在考察了管理层和工厂工人对科层
规章的不同态度和行动之后，古尔德纳总结了三

种科层制的现实模式: 嘲讽或名存实亡( mock) 模
式、表征( representative) 模式和惩罚中心制( pun-
ishment centered) 模式。［7］

较之塞尔兹尼克强调群体利益的研究，布劳

和古尔德纳则通过各自的经验研究突出了组织行

动者的社会文化属性和这种属性带来的组织内部

人际关系的力量。两人的研究中，作为行动者的
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团结程度、共享价值观念及
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对抗与合作都构成了影响

科层制实际运作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呈现的两个思路中我们可以看

出，塞尔兹尼克从组织内部行动者的群体利益出

发展现了科层制运作过程中遭遇的挫折，而布劳

和古尔德纳从行动者所受到的价值、组织内部人
际关系来讨论对同一过程的影响。这两种研究表
现的是老制度主义社会学试图走出韦伯的科层制

铁笼的两种理论可能。而这两种可能的共同点在
于，都是通过具体组织内部的行动者找到科层制

运作过程中非技术、效率原则的行动基础。即找
到行动者遵循的不同于科层制技术、程序和效率
合法性之外的合法性基础。而两种处理方式的不
同也正是这种合法性基础的不同: 塞尔兹尼克研

究中的行动者遵循着利益的合法性原则，而布劳、
古尔德纳研究中的行动者则遵循着社会文化价值

的合法性原则。
虽然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提

供一种与组织科层化现象相悖或科层化表象下面

复杂的现实社会过程，是一种拆解组织“铁笼”形
象的努力。但同时，通过老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
对组织行动者的分析，其本身蕴含着一个基于行

动者视角的对制度的理解———即借助行动者自身
的行动原则“走出铁笼”的研究诉求。如果组织
本身就是一种表现行动者之间合作的结果，那么

“制度”则表现的是，行动者之间实现这种合作结
果的一种可能方式。要讨论作为合作结果的组织
的各种现象，就要讨论这种结果形成的可能方式，

科层制只不过是众多可能中的一个，老制度主义

社会学研究正是希望借助行动者视角的分析，在

走出铁笼的同时，也找到其他组织制度的可能。
所以，制度主义通过对制度因素的关注来解释组

织现象，可以转换为“行动者之间如何形成某种
合作制度”的问题。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所展
现的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层制与组织现实之间的不

吻合之处，对上述这个问题指出了两个可能的研

究方向。前述着重介绍两个研究思路———利益的
和社会文化的，在“走出铁笼”的意涵之外，又是
重新通过制度来理解组织现象的可能出发点。从
行动者在理论构建中的角色来看，“制度主义组
织”分析学派后起的两个重要方向———经济学新
制度主义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研究———都与
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思路的两个方向有关联。

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淹没在
社会文化之中

新制度社会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组织
研究领域的出现成为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一种新

趋势。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对组织的
制度趋同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1－2］新制度主义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方式主要可以总结为两

点: 1．对制度趋同现象的研究是将组织放置在一
个与组织相关的特定场域( field) 内，一般将这个
场域内的组织个体作为研究单位，而非组织内部

的行动者。2．关注对场域内组织制度产生外在影
响的力量及使这种力量起作用的机制。
正是在第二个方面，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

究承接了老制度主义研究的强调社会文化力量对

社会的研究思路。不过，学界此时对制度研究的
主要任务不再是讨论组织如何走出科层制“牢
笼”的问题，而是寻找塑造组织制度的力量及方
式。但同时，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的“场域”视
角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从组织之外寻找，以那些与

国家、意识形态或共享观念作为这种力量的来源。
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与其

前辈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区别。
在理论研究方面，J·梅耶和 B·罗恩发表于

1977 年的文章被视为新制度主义的开山之作。
他们认为，组织中那些并不符合组织效率、生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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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具有合理性，是因为这种

制度规则的正式结构具有一种组织制度神话和仪

式的功能。这种具有神话地位的正式结构，与组
织的现实活动没有关系，甚至还会起到一种干扰

作用，所以它与组织的实际运作呈现一种“松散
的联结”关系。而这种组织制度神话并不代表组
织的非理性特色，它代表一种为“社会承认的理
性要素”，这对组织生存与组织高效运行有着同
样重要的地位。［8］因此，我们可以说，梅耶和罗恩
为古尔德纳所说的嘲讽模式的组织制度的存在提

供了一种社会性的基础。
在另一篇几乎具有相似地位的文章中，迪马

吉奥和鲍威尔则为这种外在力量提供了更为明确

的来源。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家对科层制的禁锢
问题深感紧迫不同，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的《重访
铁笼: 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一
文致力于揭示现代社会中源于组织之外的影响力

量: ( 某一群体共享的) 意识形态、国家权力和资
本( 的集中) 。他们认为，这些力量通过强制、模
仿和规范机制作用于具体场域中的组织。迪马吉
奥和鲍威尔同样强调一种社会文化的作用过程:

( 国家权力保障的) 相关法律条文制约下的组织、
一种共享的职业文化价值的组织及在集中资本控

制下的组织都通过上述组织走向制度趋同。［4］

在经验研究方面，迪马吉奥将自己的制度理

论视角投射在艺术博物馆行业制度场域的形成过

程中。迪马吉奥关注的是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美国艺术博物馆经营理念的重大转
变———从面向精英阶层的珍品收藏理念转向面向
普通大众的教育理念的历史。他通过讨论两个关
键机构———“卡纳基基金会”和“美国博物馆协
会”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揭
示了行业协会的共享价值观念和基金会代表的资

本力量对组织制度的影响。［9］P·赫希的另一定
性研究关注美国商业社会中企业之间兼并收购过

程中使用的形容语言。借此他向大家展示了这种
兼并制度如何通过将语言的负面描述( 伏击、熊
抱、黑色骑士等) 转化为正面描述( 降落伞、谈恋
爱、结婚等) 而获得制度合法性。而该现象的出
现源于一种社会大众语言认知。P·赫希的研究
关注的“语言和心理机制”，补充了迪马吉奥讨论
的趋同机制。［10］

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关注外在于组织的力量

对场域内众多组织的制度上的特点影响。这一特
点也为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产出丰富的理论

土壤。而这些定量研究将影响组织制度的社会因
素以数量化分析的方式展现出来。如 M·马丁和
W·斯科特展现了政府或是行业协会对医院制度
( 管理、技术) 的合法性影响［11］，而 D·索恩讨论
了美国的会计制度的改革如何导致了美国企业中

首席财务官( CFO) 职位的出现和流行。［12］在定量
研究中我们往往可以更多地看到迪马吉奥提出的

政府权力对组织制度带来的影响。
无论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之间的既承

接又背离的关系。一方面，这些研究突出强调组
织受到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社

会文化因素与具体的行动者相分离。无论是国
家、资本还是意识形态，甚至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都成为决定组织制度的重要因素。而组织内外的
个体行动者淹没在种种结构性力量之中。也许这
种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没能把握新制度主义研究的

关键而显得不公平。因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在解
释组织趋同现象的之外，他们试图描绘对当今组

织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强大的社会力量及这些力量

所代表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新制度主义研究富
有意义的优点所在。
但这仍不能解决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理

论困境，他们的研究，常常对组织制度形成和变化

的问题难以给出很好的解释。因为从行动者角度
来看，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的行动者成为权

力结构、共享意识形态、资本等关系决定的个体。
这种决定局面下，组织制度的形成和变化的问题

自然成为一个难题。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在
承接老制度主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传统的同时，却

放弃了其行动者的视角。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
究中行动者的消失，意味着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

究中阐发出来的“制度作为一种行动者合作可能
方式”这一重要研究取向的消失。
在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解放“铁笼”困

境的理论资源———社会文化的力量，在新制度主
义社会学研究中成为将行动者淹没的力量。这种
将行动者策略性地省略的做法背后自然可能有社

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追寻塑造组织制度的强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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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诉求。但是当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从这种
趋势中重新找到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制度新可能”
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将“对行动者的忽视”视为
以一种可接受的损失。

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交易
制度中的行动者

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将交易作为分析单位，

讨论制度为何会存在的问题。这种分析思路得益
于市场中存在的交易成本、投机行为和行动者有
限理性等理论问题的发现。
科斯最早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带入有关

组织的讨论中，其有关企业组织的研究甚至要早于

社会学的老制度主义研究。科斯的研究中关注这
样的问题:企业组织得以建立的原因何在? 他通过

劳动力市场视角将企业和市场作为两种可以相互

替代的交易制度。科斯的研究基于他对市场交易
制度中存在的“交易成本”的重视，这种交易成本
是古典经济学在讨论市场行为时并未考虑到的。
但科斯提醒学界，“交易成本”确实存在，且影响着
参与市场交易的行动者。之所以有企业组织的存
在，是因为企业主可以通过雇佣劳动力的方式“内
化”市场交易中的成本。由此，企业组织就作为一
种代替的市场交易的新制度形式出现。［13］换句话
说，行动者之间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合作必然存在的

成本问题，正是企业组织出现的原因。企业组织提
供了另外一种实现合作的交易制度。不过，科斯的
理论虽然解释了组织的出现，但是不能解释组织中

内化的交易制度的不同形态。
威廉姆森认为，不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

部，劳动雇佣本质上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中
的个体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 行动者投机行为和

行动的有限理性。契约中行动者在威廉姆森看来
都是有着“损人利己”的倾向，并且契约双方对交
易过程很多因素难以完全“理性”地认识清楚。
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交易的成本问

题成为具体交易中的行动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因此，为了达成交易并使得参与交易的行动者有

保障，就需要针对交易( 在产权、确定程度以及频
率) 不同性质方面的问题有不同的制度来规

范。［1］威廉姆森的理论丰富了科斯有关制度的解
释: 从为什么需要企业制度到在什么条件下需要

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威廉姆森的理论也有着更为
明确的行动者假设: 天然的投机倾向和有限理性

的特点。
从科斯和威廉姆森的研究所代表的经济学新

制度主义的研究来看，该流派从经济学“交易成
本”角度出发提供了一种解释制度为什么会出现的
问题。这种思路可以通过考虑行动者利益保障或
减少成本的需求来讨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不同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该流派的研究特点是从

行动者的利益着手构建对组织制度的解释。
通过将“交易”作为研究单位，经济学的制度

主义研究，回答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通过

利益行动者找到行动者之间合作制度可能的问

题。只是这种利益视角，是一种从抽象的“契约”
关系中推导出来的利益，而不是老制度主义社会

学所关注的具体社会关系情境中的利益。所以
说，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从自己对行动者假

设出发，将“行动者之间合作可能”问题，转化为
一种“行动者之间合作需求”的问题，并做出了一
个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解释。

四、结论、讨论与不足

老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组织研究，借助行动者

遵循的利益或社会文化的原则，找到了两种可能

突破科层制的理性化牢笼的方向。无论是行动者
的利益角度还是从行动者遵循的社会文化角度，

都蕴含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任务: 制度作为行

动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方式，如何基于这两个方向

形成对制度的新理解，找到行动者之间合作的新

的可能?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承接了老制度主义的社

会文化研究思路。通过定性、定量研究展现了国
家、资本、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力量如何影响了组
织制度。但是因其策略性地放弃了对组织行动者
的关注，而疏于找到一种行动者基于社会文化因

素形成组织行动者之间合作的制度理论可能。
虽然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更多是在与经

济学理论传统内部讨论组织问题，仍可以作为一

种从行动者利益的角度讨论人与人之间合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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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照。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市场中的组织企
业的讨论，是否使用其他类型的组织制度让人怀

疑。即使在严苛的条件下，行动者角色设定可以
成立，并且构成了一种充分的对合作制度的需要，

但这种需要如何形成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果? 这种

现实的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是否需要一种行动者

认可或认知的合法性? 我们也很难从经济学的新

制度主义研究中找到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理论任务

和新制度主义的两个分支流派理论在该问题领域

的相关讨论来看，构建一种表现有关行动者之间

合作可能的制度理论的任务尚未完成。是否可以
根据行动者所遵循的社会文化因素来发现他们之

间的合作制度可能? 对此，Ｒ·弗里南德和 Ｒ·
阿尔弗德所提出的“把社会因素重新纳入研究中
来”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们在这篇反思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

思路: 将制度本身看做是一种符号系统，现代社会

中存在着各种符号系统( 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制
度、家庭制度、宗教和科学的制度) 指导行动者的
组织生活。［14］

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提出，“各种制度都是
一个个符号系统，有着不可观察、超理性的意指，
也有着具体体现它们的可观察的社会关系”。一
种制度或者符号系统都有一个核心的制度逻辑，

如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逻辑是积累，政府制度的

核心逻辑是对人类互动的调节和规制，家庭制度

的逻辑是“共产主义”等。行动者则在不同的社
会现实实践中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也依据这些

逻辑构建具体情境中组织生活。所以，在这一基
础上，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组织制度的变迁或制

度化现象，视为这些制度之间发生矛盾的过程。
如果说迪马吉奥、鲍威尔等人将社会因素视

为一种对组织制度和组织生活形塑的外在力量，

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则更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中

的诸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不

同形态。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种个人组织生
活中“物质实践”所依据的“符号结构”。这种视
角不再是社会文化因素与制度的两分模式，而是

将制度本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因素。如此一来，
实现了行动者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结。提供
了一种在制度冲突中考察行动者之间合作的可能

方式的思路: 考察不同的符号系统及其如何作用

于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方式———行动者遵循了哪些
核心制度逻辑来实现合作，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

是失败。
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制度矛盾”思路为我

从行动者思考组织制度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

的思路。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几个符号系统: 资本
主义的、政府的、民主制的及家庭的核心逻辑，是
否足以构成我们理解中国的组织生活现实仍有待

疑问。因此，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的文章带来的
启发在更多意义上是参照性的或是疑问式的: 在

中国，个体之间组织合作的制度是根据行动者之

间共享的哪些社会文化因素来实现的? 哪些与国

外制度分析中呈现的方面有共通之处，而有哪些

实现经验源于本土的社会文化因素? 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一方面需要我们梳理既有的组织研究中

提供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从一些特

殊的中国经验现实进一步发掘行动个体实现合作

的制度形式以及背后的合作逻辑。这可能是留待
以后的研究中完成的任务。
综上全文分析，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组织研

究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两种研究方向: 利

益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如何从这两种视角发现
行动者之间合作可能的问题，仍是组织研究的重

要工作。行动者的利益一定是影响组织中行动者
合作的重要形式。它是我们回答制度问题时的必
要条件，但绝非全部。在既存的利益关系框架下，
行动者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制度受社会文化因素的

影响。而分析这种影响，就需要在研究中发现行
动者运用了哪些、如何运用了社会文化因素来形
成一种合作的制度。
本文对制度主义研究的讨论工作，是为了在

本来已经纷繁复杂的众多制度主义研究中找到一

种理论关联的可能，并从中发现当前组织研究的

任务所在。所以在讨论中，笔者只是选取了制度
主义研究中的少数典型研究，特别是在新制度主

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并未

覆盖全部研究。因此本文对相关分支流派研究的
总结未必能代表其全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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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gents i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Institutionalism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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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wa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ncerns of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school of sociology． The scholars from this school sought to break free from the " iron cage"，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be-
rian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by analyzing the social－culturally shared social agents and the plural interests of agents within social
groups． New institutionalism sociological research developed the social－culture factor analysis of old institutionalism，and illustra-
ted how social－cultural factors were operated in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a broader unit consisting of related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a single organization． However，social agents no longer appeared in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e-
conomics built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organizational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agents． Yet，it trans-
formed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of old institutionalism，with its basis in agents＇ interests within their social circumstances，into a
theory based on pure market exchange interests． Building on these three school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 as a system of social symbols is one possible way to bring social agents back to the center of organizational
studi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study; institutionalism; soci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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